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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视域下的货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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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430073)

摘要:数字人民币具备不同于私人数字货币、人民币现金和移动支付的诸多特性。 我国货币犯罪案

件的数量并未因移动支付的广泛运用而降低,相反近年来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导致货币犯罪的罪名在

整体上的立法和适用价值进一步增加。 针对数字人民币,货币犯罪的变革可采用立法修改、刑法解释和

理论更新相结合的方案,具体为:停止适用变造货币罪,并根据伪造货币罪来认定变造数字人民币行为;
修改关于伪造货币罪的低位阶规范性文件并重新解释相关构成要件要素。 适用该罪时应注意:伪造货

币罪是行为犯,无须发生进入流通、完成支付等结果即可既遂,这适用于数字人民币。 在数字人民币的

场合,应在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保留而非删除流通的目的。 应对伪造数字人民币的常业犯从重

处罚;停止适用持有假币罪和运输假币罪,对持有和运输假数字人民币行为出罪;购买假币罪、出售假币

罪和使用假币罪可适用于数字人民币,但应注意:购买假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要有流通的目的,
而出售假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无须有该目的。 对使用假币罪而言,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使用

时,必须紧紧围绕“进入流通”来判断。 一切导致假币进入流通的行为方式,包括支付对价、偿还债务、作
为保证金提供给他人、作为注册资本验资、交换、赠与、存入金融机构、兑换真币等均属于使用,但单纯出

示、委托保管不属于使用。 判断假数字人民币是否进入流通时,不应使用与有体物紧密相关的“占有”一

词,而应使用抽象意义更强的“支配”一词,具体而言:当他人从行为人处以电子支付方式取得对该假币

的支配或破解了该假币的加密数据,并能对其随意支配时,该假币则进入了流通。 行为人使用假数字人

民币的行为表面上看同时构成使用假币罪和诈骗罪时,二罪的关系不是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 根据

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当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法定刑较重的使用假币罪。
关键词:数字人民币;加密算法;区块链;移动支付;货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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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4 年至今,随着移动支付在我国社会日渐普及,我国公民对使用现金必要性的直观感知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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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淡漠。 众所周知,从久远的原始时代到最近几十年,货币的演变经历了以下轨迹:物物交

换→商品货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 然而,进入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后,大数据、云计算、
终端安全存储、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层出不穷,致使货币即将经历跨时代的转变———从纸币、硬币等

实体货币演变为完全无形无体的数字货币。 与现金不同,数字货币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1] ,可实现

电子货币的点对点传输,本质上属于基于世界共识或投资人共识的债权记账符号,本身并无实体货

币与之相对应,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其不可被伪造[2] 。 常见的数字货币有比特币、以太币(坊)、瑞
波币、莱特币等,知名度稍低的有门罗币、达世币等[3] 。 2019 年 6 月,全球最大的网络社交平台脸书

(Facebook)宣布将推出一种名为 Libra 的数字货币[4] ,并于 2020 年 12 月宣布将该数字货币改名为

Diem。 当前,全球数字货币的种类已超过 1
 

500 种。
数字货币雨后春笋般的勃兴已引起一些国家政府的关注,已开展法定数字货币测试的国家有

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5] 。 法定数字货币诞生后,数字货币便分化为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

币两类。 作为全球首个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6] ,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被称为数字人民币( e-
CNY)。 数字人民币与私人数字货币有以下区别:(1)是否有国家主权性。 数字人民币由我国央行

发行,以国家信用背书,以法律的强制力保证流通,代表国家主权,而私人数字货币由私人发行,完
全不具备该性质。 (2)是否中心化。 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私人数字货币不依赖于中央处理节点,
众多节点之间具备开放性、扁平性和平等性,从而呈现出中心化的特征。 但区块链技术与去中心化

并非绝对的对立,根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结构的设置,可实现多种的中心化程度[7] 。 这意味着,数
字人民币具备私人数字货币根本不具备的反向特征———中心化。 (3)是否匿名(或称可追踪性)。
私人数字货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支付的匿名性,从而对交易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具备强大的

保护力,但也蕴含着促进暗网交易等弊端[8] 。 但数字人民币的支付没有匿名性可言,每次交易的细

节和交易者的身份均可追踪,不仅对国家监管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提供了便利,还有助于防范和调查

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4)是否合法。 私人数字货币因其匿名性等特性,游走在灰色地带,我国遂于

2013 年、2017 年、2021 年分别颁布了 3 个规范性文件:《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关于防范代

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和《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禁止任何主体实施关于私人

数字货币的营利和流通行为,如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营利性业务,禁止消

费者进行私人数字货币账户的充值和提现、购买与出售充值码、划转资金等行为。 营利和流通行为

是私人数字货币在市场流通中最为常见而重大的行为,上述规范性文件显然通过禁止相关行为的

实施,在规范层面上认定了私人数字货币的不法性[9] 。 由此可见,该不法性的本质是关于私人数字

货币营利和流通行为的不法性。 而数字人民币由其国家主权性所决定,显然是合法的货币,相应的

政策正在不断出台,法律法规体系亦在不断完善中。
我国央行从 2014 年伊始就对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展开研究[10] 。 2020 年 4 月 16 日,央行发行的

数字人民币首次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得到应用[11] ;8 月 14 日,商务部颁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28 个城市试点数字人民币;10 月 23 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19 条第 2 款规定:人民币包括实物

形式和数字形式。 2023 年 1 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已在 17 个省(市)的部分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

点;4 月 20 日,江苏省常熟市有关部门决定对该市公务员(含参公人员)、事业人员和国资单位人员

实行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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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数字货币将引发的各种问题,关于数字货币的研究也在学术界如火如荼地展开。 但

查询中国知网可知,在已发表的有关数字货币的法学论文中,仅有极少数立基于刑法学角度,其一

般将数字货币涉及的犯罪归纳为洗钱、恐怖主义、非法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罪

等[12] ,近年来研究数字人民币的法学论文主要以盗窃罪[13] 、洗钱罪[14] 为主题,但对我国《刑法》中

与数字货币更为紧密相连的罪名种类———货币犯罪研究甚少,关于数字人民币与货币犯罪的关系

这类论文数量更少并且研究较为粗略(仅讨论伪造货币罪等少量货币犯罪) [15] ,这提出了以下问

题:第一,我国《刑法》中的货币犯罪是否天然地能适用于数字人民币而不存在任何对其保护不力的

缺陷;第二,如果存在此缺陷,针对其立法和适用现状,如何从具体的立法修改、细致的刑法解释和

前沿的理论研究角度,拟设具体的变革方案。 笔者拟先全面考察数字人民币的特性,再通过实证和

规范并行的研究方法梳理和剖析我国刑事立法中既定货币犯罪的具体罪名,最后在比较法视野下

提出并论证最适合我国社会和法治现实情况的变革方案,以从刑法角度保护数字人民币在我国试

点、发行和流通。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特性

数字人民币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容易与人民币现金、移动支付发生混淆,有必要厘清三者的区

别(亦为数字人民币的特性),据此为研究数字人民币与货币犯罪的关系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
与人民币现金相比,数字人民币的特性如下:第一,无实体性。 根据我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 2

条,现金包括纸币和硬币,但数字人民币无形无体,并无实体相对应。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私人

数字货币采取虚拟货币的提法[16] ,这实际上忽略了数字人民币同样具备无实体性。 无实体性这一

特性又衍生出以下具体特性:(1)难以伪造、变造性。 由于数字人民币没有实体相对应,其不像现金

那样可轻易通过一般的设备和技术予以伪造和变造,此外,数字人民币的底层技术是基于密码学的

加密算法,一般认为这是无法破解的(详细讨论见下文) [17] ,这决定了即使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也难以伪造和变造数字人民币。 (2)无磨损和折旧性。 现金在流通中由其实体性所决定,会产生被

磨损和折旧的弊端,但数字人民币不存在该弊端。 (3)制造、运输、保存、真伪辨别上的低成本性。
现金的制造需要相应的印钞人员、设备、技术、原料和机构,其运输需要相应的人员、武器和交通工

具,其保存需要相应的人员、设备和场所,在真伪辨别上需要相应的设备,这些条件无一不耗费人、
财、物资源,但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可以省略上述一切环节和资源或大幅降低其成本。 第二,
事实上的有限法偿性。 人民币的法偿性是指,我国境内的任何债务均应以人民币进行支付,任何债

权人任何时候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受以人民币清偿债务,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 根据进行法

偿所依赖的事实前提,法偿性表现为无限法偿性和有限法偿性。 现金由其实体性所决定,债权人在

事实上不可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受,此即无限法偿性[18] 。 但数字人民币的流通受制于电子账户和终

端设备的存在和有效运行,无法像现金那样可独立进行支付,尤其是当债务人由于各种原因(如经

济、技术、环境原因)无法有效使用手机等相应设备时,数字人民币的独立支付就受到极大限制,从
而导致其法偿性事实上受到限制而表现为一种有限法偿性。 有学者据此认为应将数字人民币的法

偿性设置为有条件的无限法偿性[19] 。
近年来,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方式已深刻融入我国社会生活,极大便利化了我国公民的生

活方式,因此,数字人民币与移动支付极易发生混淆。 与移动支付相比,数字人民币的特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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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身货币性。 虽然从表面上看,数字人民币与移动支付方式有类似性,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
前者是与现金具备同等效力的货币,其进行支付时转移的是货币本身,而后者的本质是将银行存款

对应的债权通过支付进行转移,转移的是债权。 之所以将移动支付的本质法律属性界定为债权的

转移,是因为移动支付的进行必须遵循以下程序:支付人在银行开设存款账户,将现金存入银行后

取得对银行的相应债权,该债权记录和体现在银行账户上,其后通过移动支付企业申请移动支付账

户,将该移动支付账户与银行账户绑定,在移动支付账户上进行移动支付时,绑定的银行账户上将

发生债权的转移———支付人银行账户上的相应债权转移到收款人的银行账户上。 因此,有学者认

为移动支付转移的是银行存款这一观点在民法上并不精确[20] 。 简言之,数字人民币的支付等同于

现金的转移,但移动支付等同于债权的转移。 无论是在事实还是法律层面,现金可对应但不等同于

债权。 (2)银行存款无依赖性。 既然数字人民币本身即为货币,其必然不依赖于银行的存款,我国

公民对数字人民币的支付由此无需像移动支付那样必须事先在银行账户以现金存款的形式取得相

应债权后方可进行。 数字人民币这种脱离银行存款的特性据此被称为“脱媒性” [21] 。 (3)网络无依

赖性。 移动支付为我国公民所熟知的一个特性是其必须依赖于互联网才能进行,在网络信号没有

或较差的环境,移动支付无法或难以顺利进行。 而数字人民币属于点对点支付,脱离网络仍可顺利

进行。 (4)第三方无依赖性。 无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常见的移动支付方式在具体进行和宏观管理

上都为相应的企业所中转和操控,支付的进行由此具备强烈的第三方依赖性,而数字人民币的支付

无需第三方中转即可直接进行,不依赖于第三方。

三、货币犯罪的现状和变革

(一)立法现状

从逻辑上看,可被设立为货币犯罪的行为最大限度分为 4 类:一是创制型行为,是指制造(含变

造)假币的行为;二是持有型行为,是指持有假币的行为;三是转移型行为,是指转移假币的物理地

点或占有状态的行为;四是利用型行为,是指使用、出售假币等行为。 当然,后两类行为在外延上可

能发生重叠。 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典规定的货币犯罪种类,都在上述行为的框架内予以确定,确定

的标准取决于该国的国情、国民的价值观和刑事政策等。 根据我国《刑法》,货币犯罪包括以下 6
种:伪造货币罪;变造货币罪;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
持有、使用假币罪;走私假币罪。 可见,我国的货币犯罪具备本土特色,可分为 3 类,第一类是创制型

犯罪,包括伪造货币罪、变造货币罪;第二类是持有和转移型犯罪,包括购买、运输假币罪,持有假币

罪,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罪,走私假币罪;第三类是利用型犯罪,包括出售假币罪、金融工作人员

以假币换取货币罪、使用假币罪。
就立法史而言,基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形势,1979 年《刑法》仅设立了伪造货币罪,其后随着

我国建设的全面和纵深发展,为了应对新社会形势引发的新问题,截至 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

后制定了 3 个刑法修改稿,均对该罪进行了修改,但真正被适用的是 1995 年出台的《关于惩治破坏

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下文简称《决定》),其以单行刑法的形式修改了伪造货币罪的量刑规则,
1997 年《刑法》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修改了该罪的量刑规则,由此而成今天的罪名。 至于变造货币

罪等罪名,皆为《决定》为了应对当时的新社会形势而创制。 走私假币罪较为特殊,其未被 1979 年

《刑法》设立,而是同样基于当时猖獗而花样百出的走私现象频发的时代背景,被 1988 年出台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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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设立,并被 1997 年《刑法》确认[22] 。 2015 年出台的

《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伪造货币罪和走私假币罪的刑罚,取消了死刑。 这些罪名被创制后在司法

实践中遭遇到一些适用上的具体解释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 2000 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伪造货币

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文简称《解释》),对走私假币罪以外的其他货币犯罪的

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共同犯罪、客观处罚条件、犯罪竞合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为司法实践工作

者在可操作性上指明了方向。
(二)适用现状

然而,随着移动支付 2014 年后超越网购的局限,其在我国社会受到广泛应用,现金的使用量明

显下降[23] ,这对货币犯罪案件数量造成了影响。 通过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 2013—2022 年关于货

币犯罪的 2
 

801 份刑事判决书,可发现其案件数量的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货币犯罪案件的数量变化趋势

从罪名种类的角度梳理上述案件,可发现这些罪名逐年的数量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货币犯罪案件各罪名的数量分布

年份 伪造货币罪 变造货币罪 出售、购买、
运输假币罪

金融工作人员
购买假币、以

假币换取货币罪

持有、使用
假币罪 走私假币罪

2013 3 0 1 0 28 0

2014 24 4 16 0 122 0

2015 47 1 14 0 165 0

2016 83 1 32 0 189 0

2017 132 1 29 0 227 0

2018 171 0 30 0 223 0

2019 208 0 32 0 199 0

2020 326 0 27 0 148 1

2021 156 0 12 0 82 0

2022 54 0 1 0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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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图 1、表 1 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移动支付极为盛行的当今我国社会,人们可能认为,现金使用量的明显下降将导致针

对现金的伪造和后续的使用等犯罪行为在数量上剧烈“缩水”,而事实恰好相反,针对现金的货币犯

罪案件数量在整体上直线飙升,具体而言,尽管变造货币罪的案件数量在 2014 年猛增后降低并在近

几年降为零,但伪造货币罪和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后在 2020 年左右因新冠

肺炎疫情等因素暂时回落,但不影响整体上升趋势,持有、使用假币罪的案件数量在 2017 年达到峰

值后缓步下降,但其绝对数量在 2017 年亦不可轻视并位居诸罪名的前列。 这种整体数量本该下降

但逆势飙升状态的原因应当在于:2014 年移动支付的使用在我国社会普及后,不少公民在交易中使

用现金的频率越来越低甚至完全不使用现金,其对于现金真伪的敏感性、关注度和辨别能力逐渐降

低,同时防伪设备在配置、使用和修缮上进一步发生弱化,这导致以牟利为目的而“无孔不入”的不

法分子利用难得的“商机”而大肆实施货币犯罪。 可以预见,在将来数字人民币和现金并行的时代,
货币犯罪案件的数量会进一步激增,货币犯罪的罪名在整体上的立法和适用价值将进一步增加而

非削弱。
第二,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连续 10 年案发数量为零,这意味着,该罪与创

制的时代背景相比,今天已发生巨大变化,金融工作人员的从业素质和操守已大为提升并随着时代

的进步将继续提升,在数字人民币时代金融机构人员更加不可能实施相关货币犯罪。 此外,走私假

币罪连续 7 年并且近 2 年案发数量亦为零,虽然该罪在 2020 年案发数量为 1,但详细考察该案判决

书①可知,该案行为人实施的走私假币行为发生在 2006 年以前,这说明在移动支付极为盛行的当今

我国社会,走私假币罪并无市场可言,而将来数字人民币的流通将加剧现金使用量在我国社会本已

明显下降的情势,这导致行为人费尽各种周折、冒着各种风险将假币走私至我国境内的可能性将更

加微弱。 因而将来这两个罪名的立法和适用价值会进一步降低,由此可知,在数字人民币时代值得

讨论的是以下 3 类罪名:一是创制型犯罪,即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二是持有和转移型犯罪,即
持有假币罪和购买、运输假币罪;三是利用型犯罪,即出售假币罪和使用假币罪。 笔者将依次讨论

上述罪名是否适用于数字人民币并对其缺陷提出变革方案。
(三)变革方案

1. 创制型犯罪

(1)变造货币罪。 创制型犯罪是将假币(含变造后的币)从无到有创制而成的行为,为后续的犯

罪提供了源泉,应首先受到刑法制裁。 在讨论伪造货币罪可否适用于数字人民币以前,应先讨论变

造货币罪可否适用于数字人民币。
立法者将变造这一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明确界定为:“行为人在真人民币或外币基础上或以真币

为基本材料,通过挖补、剪接、涂改、揭层等加工处理,致使原货币改变数量、形态与面值的行为。” [24]

这明显是在将货币局限于现金的前提下对变造的界定。 但不可机械地运用语义解释将该定义适用

于数字人民币,而应运用以法条的目的和意义为根据的目的解释对变造重新定义[25] 。 立法者的目

的显然在于,通过将成品的原材料中并无真币成分的制作过程界定为变造,将该行为独立于伪造货

币行为,避免将事实上不同于伪造的变造解释为伪造货币行为,从而以类推解释的方式违反罪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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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则[26] 。 该行为被 1997 年《刑法》规定为变造货币罪以前,已被 1982 年出台的《关于变造国家货

币按伪造国家货币治罪的函》和 1994 年出台的《关于办理伪造国家货币、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走
私伪造的货币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类推解释为伪造货币罪,立法者在《规定》
中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另设新罪,可谓“拨乱反正”之举,是立法上的进步。 有学者认为:“应将变造货

币行为纳入伪造货币罪的范畴。” [27]这违反了立法者设立新罪的初衷而不可取。 因此,应遵循立法

者原意,将伪造与变造的关系确定为互斥而非竞合关系[28] 。 如果跨越挖补、剪接等立基于现金的行

为方式这一表象,可发现变造的本质是在成品的原材料中掺杂真币的制作过程。 对此,立法者在立

法理由中予以承认:“就本质而言,经变造的货币不再是原本定义上的货币。”由于数字人民币本质

上属于加密数据,只能将变造重新定义为“篡改数字人民币的部分加密数据而保留其剩余真实加密

数据的过程”。 就此新定义而言,变造货币罪显然可以适用于数字人民币。
但这种适用方式并无规范层面上的必要性。 因为不同于现金的是,人们一般不会认为变造数

字人民币的行为方式在事实层面上不同于伪造数字人民币的行为方式。 具体而言,针对现金,人们

会根据外形和材料认为原材料“有真有假”的币不同于原材料彻底为假的币,立法者正是基于此才

分别设立了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 但由于数字人民币在技术上具备以下性质———不可篡改其

加密数据的一丝一毫,否则其使用功能将彻底丧失。 因此,数字人民币即使被篡改部分加密数据,
与被篡改所有的加密数据也无本质区别,二者都将造成使用功能尽失。 该数字人民币被篡改后已

在整体上完全发生变化,形同完全制造了假币,这是任何不具备高深专业知识的人都能认识和理解

的。 比如,密码箱的密码为“1、2、3”,如果其被部分篡改为“1、2、4”,也不会有人认为后者属于经变

造后的密码,而会认为这完全是假密码。 既然一般人都会认为对数字人民币的变造在本质上属于

伪造,将变造数字人民币行为认定为变造货币罪将违反一般人的认知而显得没有必要。 因此,针对

数字人民币,变造货币罪的设立已违反立法者的初衷而显得没有意义,变造数字人民币行为的定性

可根据伪造货币罪来处理,仅讨论伪造货币罪能否适用于数字人民币即可。 一言蔽之,针对数字人

民币,变造货币罪的变革方案为:停止适用该罪,并根据伪造货币罪来认定变造数字人民币行为。
(2)伪造货币罪。 伪造货币罪能否适用于数字人民币的前提是:数字人民币在技术、事实层面

可否伪造? 对此,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不可伪造说。 这是通说,支持该说的学者认为,一方面,数
字人民币使用非对称加密技术[29] ,可由此保证数字人民币不被伪造。 另一方面,针对现金的伪造方

式是建立在其实物性基础上的,这与数字人民币的无实体特性天然地不相契合[30] 。 第二,可伪造

说。 这是极少数学者支持的观点,其认为数字人民币的造假可以通过攻击央行数字货币认证登记

系统或破解数字人民币算法等技术化手段来实现[31] ,还可以通过代投、低价互换等方式以假换

真[32] 。 如果赞同不可伪造说,伪造货币罪由于失去其事实前提而当然无法适用于数字人民币,数字

人民币时代伪造货币罪的命运只能是被立法者在将来的刑法修正案中予以废除,以免造成无用、多
余的罪名。 如果赞同可伪造说,就必须承认数字人民币可以伪造的事实,数字人民币时代伪造货币

罪的变革方案就表现为进行立法修改或刑法解释。
就立法修改而言,尽管有学者提出可设立相关新罪名[33] ,但仍可赞同一种不修改刑法而修改相

关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便捷方案。 由于我国《刑法》第 170 条将伪造货币罪的罪状表述为“伪造

货币的”,这相当简略,对此,《解释》第 7 条以“可在国内市场流通或者兑换的人民币和境外货币”详
尽定义了货币。 将来央行正式在全国发行数字人民币后,诸如《人民币管理条例》 (下文简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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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 2 条等涉及人民币具体形式的规定必然受到配套的修改,数字人民币将被纳入人民币。 因

此,对伪造货币罪在刑法中的表述进行立法修改并无必要,仅修改《条例》第 2 条即可,可借以维持

刑法中法条表述的精炼性,将修法成本降至最低。 但即使将数字人民币纳入人民币,《解释》中关于

“币量”的规定也应取消,因为这显然不适合无实体性的数字人民币。 有学者提出:“需要对数字人

民币反假币问题作出专门的界定,规定数字人民币条件下假币的定义和相应的处理流程。” [34] 虽然

这种专门性界定有必要,不过可以在位阶低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中进行,无须设立新法或修改刑

法。 还有学者认为可增设擅自发行数字货币罪用以规制伪造数字人民币行为[35] ,但既然可将该行

为的定性纳入伪造货币罪的轨道解决,就无须增设新罪。
此外,应根据数字人民币的具体情况对伪造货币罪中的伪造重新进行刑法解释。 刑法通说将

伪造解释为“仿照人民币或外币的图案、色彩、形状、特征、防伪技术等,使用印刷、复印、描绘、拓印、
影印等各种制作方法,将非货币的物质非法制造为假货币,冒充真货币的行为” [36] ,这明显是根据

现金的物理形态对伪造的方法进行的界定。 应根据数字人民币的无实体性和在伪造上的特殊技术

方法,将伪造重新解释为“通过攻击央行认证登记系统、破解算法、代投、低价互换、篡改或部分篡改

加密数据等技术手段,制作假数字人民币,冒充真数字人民币的行为”。 根据该新定义,伪造显然涵

括了变造,变造数字人民币行为从而被纳入伪造数字人民币行为,无须讨论变造货币罪的适用问

题。 一言蔽之,针对数字人民币,伪造货币罪的变革方案为:修改相关低位阶规范性文件,并对相关

构成要件要素重新进行刑法解释。
适用该罪时,应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伪造货币罪是行为犯[37] ,无须发生进入流通、完成支付等

结果即可既遂,这一点仍然适用于数字人民币。 第二,我国刑法通说以该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刑法

欠缺相应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上证明困难为理由,不要求该罪必须具备使用、流通、营利等目的这一

主观构成要件要素[38] 。 而德国《刑法典》恰好采取相反的方式,在其第 146 条第 1 款第 1 项明文规

定伪造货币罪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目的:(1)当作真币用于流通;(2)使流通更容易实现;(3)使票

面金额更高[39] 。 该目的又被称为目的指向性意思[40] 。 流通应解释为:行为人从自己的占有或其他

形式的支配力(Verfügungsgewalt)中放出假币,使他人占有该假币并随心所欲地处置它[41] 。 当行为

人并非出于流通的目的,而是出于其他诸如提升计算机技术等目的而伪造数字人民币时,不仅欠缺

法敌对意思,也难以认为伪造货币罪的保护法益———货币的流通安全遭受被侵害的危险[42] ,应当对

其行为出罪。 因此,对数字人民币适用伪造货币罪时,应在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保留而非删

除流通的目的。 至于使用、营利这两种目的,由于使用易被误解为行为人使假币流通的诸多方式之

一,将目的确定为使用可能导致出售、赠送等其他流通方式被排除在外,造成不当出罪的效果,而营

利仅着眼于对行为人获取利益进行非难,背后蕴含的是对“不可通过违禁品获利”这一价值观的保

护,但这与保护货币的流通安全没有必然关系,因为一旦行为人所意图获取的利益不必然伴随着货

币的流通安全被侵害,比如,行为人仅想单纯地获得因提升算法技术而带来的奖励,从法益保护的

立场来看,其行为就因欠缺侵害法益的危险而毫无必要入罪。 第三,应对伪造数字人民币的常业犯

从重处罚[43] 。 如果行为人以伪造数字人民币为职业,为了发挥刑罚的特殊和一般预防效果[44] ,使
其放弃该职业并以儆效尤,应将其认定为常业犯而从重处罚。 对此,德国《刑法典》第 146 条第 2 款

规定了伪造货币罪的情节加重犯:“行为人以伪造货币为职业,或属于为了持续伪造货币而成立的

犯罪集团成员,处 2 年以上有期徒刑。” [45] 由于德国《刑法典》中伪造货币罪的立法例与我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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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具备伪造货币罪的普通情节,行为人将被判处 1 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以伪造数字人民币为职业

的常习犯可被判处 2 年以上有期徒刑,这种量刑梯度可以实现罪刑相当原则。 但我国《刑法》对伪

造货币罪欠缺上述明文规定,为了实现罪刑相当原则,只能借用常习犯的理论予以解决,对行为人

在 3~ 10 年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重处罚。 此外,不能将该情节认定为我国《刑法》第 170 条的“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而对行为人适用升格后的法定刑,因为行为人以伪造数字人民币为职业的法益侵害

性并不必然等同或类似于“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和“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轻易对行为人

适用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而忽略其在犯罪参与中的作用和假数字人民币的数额,对行为

人显然过于严苛而忽略了实质正义。
2. 持有和转移型犯罪

(1)持有假币罪。 持有假币罪在德国、日本《刑法典》中并无相应罪名,是我国《刑法》的一大特

色。 经德国学者施罗德考证,早在公元前 81 年的古罗马时代,罗马法就规定了持有型犯罪[46] 。 我

国《刑法》也规定了不少持有型犯罪,如非法持有枪支罪等,这在刑法理论上引发了持有是作为还是

不作为等难题[47] 。 立法者将持有假币行为规定为犯罪,原因并不在于该行为本身具备严重的法益

侵害性,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杜绝转移型和利用型犯罪的实施,这是因为,购买假币罪、使用假币罪

等犯罪的实施前提是有人持有假币,否则这些行为均无法被实施。 就此而言,持有假币罪的立法理

由在于其与相关货币犯罪的关联性[48] ,尽管该立法理由的合理性值得重新讨论,但设立持有假币罪

对其他货币犯罪而言显然具备强烈的预防效果。
持有假币罪中的持有如何解释是该罪在适用上的重点,刑法通说将其解释为“将假币实际置于

自己的支配或控制之下的一种持续性状态” [49] ,还有学者更具体地解释为“随身携带或存放在家

中、亲友等处” [50] 。 但针对数字人民币无实体的特性,上述解释显然捉襟见肘。 数字人民币本质上

属于数据,数据既可以依附在 U 盘、硬盘、软盘、光碟等存储器中,甚至还可以存于人脑中。 如果行

为人将存有假数字人民币数据的 U 盘携带身上,或以惊人的记忆力将该数据记在头脑中,将其行为

认定为持有假币罪则是以违反一般人认知的方式不当扩大了该罪的适用范围。 此外,持有假币罪

本身不具备强烈的法益侵害性,只是为了防范其他货币犯罪的实施而被规定为犯罪,其在立法上天

然地具备扩张化的倾向,为了缓和该倾向带来的扩张入罪效果,只能在适用该罪时运用缩小解释的

方法,以免该罪成为入罪利器而违反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51] 。 因此,针对数字人民币,持有假币罪

的变革方案为:停止适用该罪,对持有假数字人民币的行为出罪。
(2)购买假币罪。 从宏观上看,购买属于获取假币的诸多行为方式中的一种。 我国刑法并未将

所有取得假币的行为方式都规定为犯罪,不同于德国、日本《刑法典》的立法例。 德国《刑法典》第 1
款第 2 项将以流通为目的获取假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实施获取行为的前提是其他人对该假币具

有单独或共同的支配力[52] 。 日本《刑法典》第 150 条则规定了取得假币罪[53] 。 上述立法例均以“获

取”(及类似用语)这种涵括度最高的语词规制了所有获取货币的行为。 当然,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抵

消这种方式带来的过度入罪效果,立法上规定了流通、使用等目的或在刑法解释上要求具备此目

的[54] 。 因此,姑且不论我国《刑法》仅将购买行为入罪而排除其他的获取方式是否形成了立法漏

洞,至少在刑法解释上,要求购买假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有流通的目的是有必要的,该目的

也应适用于行为人购买假数字人民币的行为,如果行为人购买假数字人民币的目的是获取用于学

术研究的加密数据,其行为不构成购买假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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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输假币罪。 运输假币罪也属于我国《刑法》的原创罪名,在德国、日本《刑法典》中无对应

立法例。 由于立法者在立法说明中使用了“托运人” “承运人”和“所运货物”的表述,可以肯定的

是,应将运输一词解释为行为人使用运输工具将假币从某个物理地点运送到另一个物理地点,运输

工具的使用表明了该罪与持有货币罪的区别,否则,当行为人携带假币并移动到另一个物理地点

时,持有假币罪与运输假币罪将无法区分。 此外,由于运输工具通常具备快捷性、承载量大、范围更

广等特征,导致该罪明显不同于持有货币罪,从而具备独立成罪的必要性。
同样由数字人民币的无实体性所决定,该罪的运输一词无法理所当然地适用于数字人民币,因

为既然数字人民币属于非实体的数据,以运输工具直接运输数据当然是无法想象的,除非以运输工

具装载并运输已存储有假数字人民币的载体,但数据本身可以通过其他更为快捷的方式突破物理

地点的限制而得到宽广范围的传送,并且不会像大量现金那样必须占据较大的物理空间,运输工具

原本具备的快捷性等优势荡然无存,因此,可以预见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以此笨拙的方式运输假数

字人民币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将运输假数字人民币的行为认定为运输假币罪因而在规范和事实层

面都无必要性。 针对数字人民币,运输假币罪的变革方案与使用假币罪相同:停止适用该罪,对运

输假数字人民币的行为出罪。
3. 利用型犯罪

(1)出售假币罪。 如同购买属于获取假币的多种方式之一,出售属于提供假币的多种方式之

一。 我国《刑法》并未将所有提供假币的行为方式都规定为犯罪,而仅将其中的出售行为入罪,从比

较法的角度看,这种立法例与德国《刑法典》有异曲同工之妙。 德国《刑法典》第 146 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了预备出售假币罪,该罪实质上属于旨在让社会大众购买该假币的预备犯[55] ,将外观可见

的、为出售假币准备工具和制造条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成立必须具备流通的目的[56] 。 日本《刑

法典》采取完全相反的作法,将所有提供假币的行为都予以出罪。 我国《刑法》在提供假币行为入罪

的范围上采取的是折中方式。 由于数字人民币与现金的区别对“出售”这一实行行为的实施没有任

何影响,该罪可以适用于行为人出售假数字人民币的行为。 至于行为人是否应具备流通的目的,则
并无必要。 因为出售假数字人民币必然意味着将该假币转移给他人支配并由其随意处置,行为人

对这一点的认识和意欲恰好属于故意的内容[57] ,故意与目的发生了重合,从而消解了目的的独立存

在价值。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发生出售假私人数字货币的案件②,将来发生出售假数字人民币的案

件应当是有可能。
(2)使用假币罪。 使用假币罪是利用型犯罪乃至整体货币犯罪中最为核心的罪名,从表 1 所显

示的案件绝对数量中可见一斑。 如何解释使用一词是该罪在适用上的重点,刑法通说将其解释为

“将假币充当真币直接投入流通领域的任何行为” [58] ,包括合法和非法使用两种形式[59] 。 应注意的

是,常见的使用假币方式是在交易中支付对价,这可能使人误以为使用一词仅限于支付对价,而忽

略了其本质内涵在于进入流通,一切导致假币进入流通的行为方式,包括支付对价、偿还债务、作为

保证金提供给他人、作为注册资本验资、交换、赠与、存入金融机构、兑换真币等均属于使用[60] ,但单

纯出示、委托保管不属于使用[61] 。 因此,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使用时,必须紧紧围绕“进入流通”
来判断。 对此,德国《刑法典》第 146 条第 1 款第 3 项并未规定“使用”一词,而采用了“使假币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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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币进入流通”的提法[62] ,并将流通解释为行为人完全放弃其对假币的支配力同时在外部关系上

进行支配力的转移,由此将纯粹内部性的转移过程(比如分配帮助者和共同正犯之间转移对假币的

占有)排除在使用的范畴以外[63] 。 德国有判例认为将假币扔到一般人都可进入的场所(如高速公

路服务区)、将假币退回交付者也属于使用[64] 。 可见,对使用进行本质性、具体性的界定,可避免司

法实践工作者对使用一词作缩小解释产生的弊端。
由于现金与数字人民币的区别对使用一词的解释没有根本性、阻碍性的影响,在行为人使用假

数字人民币的场合仍可适用使用假币罪,在适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判断假数字人民币

是否进入流通时,可参考并转化运用德国理论对流通的解释,但考虑到该假币的无实体特性,不应

使用与有体物紧密相关的“占有”一词,而应使用抽象意义更强的“支配”一词,具体而言,当他人从

行为人处以电子支付方式取得对该假币的支配或破解了该假币的加密数据,并能对其随意支配时,
该假币则进入了流通。 第二,随着数字人民币在我国的试点正在进行并不断扩大,将来行为人使用

假数字人民币诈骗财物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一个难题,即行为人使用假数字人

民币的行为表面上看同时构成使用假币罪和诈骗罪时,二罪的关系属于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还是

想象竞合? 对此,我国刑法学界提出了复杂多样的判断标准,如法益说主张以实行行为所侵害的法

益为单数还是复数来判断[65] ,综合说主张结合多种具体标准来判断,如结合逻辑、法益和行为客体

来判断[66] ,或结合逻辑、法益和不法包容性来判断[67] 。 但刑法通说采取逻辑说,“法条竞合的特别

关系在于,一个刑法条文包含另一个条文所有的要素,至少还有一个多余的特别要素,二者由此得

到区分” [68] 。 由于法益并非构成要件要素,采取法益说会导致犯罪论体系在判断犯罪成立与否上

的核心作用被架空;至于综合说,姑且不论其在实质内容上是否合理,至少会造成判断过程异常复

杂,不利于司法实践工作者迅速地得出判断结论。 故此二者皆不可取,应采取逻辑说,通过比较二

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判断[69] 。 具体而言,虽然诈骗罪包含使用假币罪的所有构成要件要素,但并

无多余的特别要素,诈骗罪不属于使用假币罪的特别法条。 同时,虽然使用假币罪具备“使用假币”
这一多余的特别要素,但由于欠缺诈骗罪的目的要素和结果要素而不包含其所有构成要件要素[70] ,
使用假币罪亦不属于诈骗罪的特别法条。 二罪的关系据此不是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 根据想象

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法定刑较重的使用假币罪。

四、结语

当前,数字人民币在我国的试点方兴未艾。 虽然有学者认为当前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主要集中

在对现金的替代作用上[71] ,数字人民币将最终取缔传统法定货币[72] ,但面临公众的交易习惯、偏远

地区的设备落后等问题[73] ,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字人民币和纸币、硬币并存的局面将持续一段时间。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货币及其相伴而生的不法行为,我国《刑法》需要迅速作出反应并给予回应,尤
其需要厘清的是,既定货币犯罪是否适用于数字人民币。 经论证可知,数字人民币具备不同于私人

数字货币、人民币现金和移动支付的诸多特性。 就货币犯罪的司法适用现状来看,2014 年移动支付

在我国受到大规模运用以后,货币犯罪案件的数量并未受其影响而降低,相反呈逐年剧烈上升的趋

势,导致货币犯罪的罪名在整体上的立法和适用价值进一步增加而非削弱。 针对数字人民币,货币

犯罪的变革方案为:停止适用变造货币罪,并根据伪造货币罪来认定变造数字人民币行为;修改关

于伪造货币罪的低位阶规范性文件,并重新解释相关构成要件要素;停止适用持有假币罪和运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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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罪,对持有和运输假数字人民币行为出罪;购买假币罪、出售假币罪和使用假币罪可适用于数字

人民币,但要讨论是否需要目的要素、“占有”的重新定义、犯罪竞合等问题。 通过上述立法修改、刑
法解释和理论更新相结合的方式,我国《刑法》可充分保护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为其在我国当

前的试点和未来的正常运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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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NY
 

is
 

distinct
 

from
 

private
 

digital
 

currency 
 

Chinese
 

Yuan
 

in
 

cash
 

and
 

mobile
 

payment
 

with
 

many
 

characteristics.
 

The
 

amount
 

of
 

cases
 

about
 

currency
 

crimes
 

in
 

China
 

has
 

not
 

decreased
 

with
 

the
 

extensive
 

usage
 

of
 

mobile
 

payment.
 

Conversely 
 

it
 

has
 

a
 

tendency
 

of
 

rising
 

these
 

years
 

on
 

the
 

whole.
 

The
 

situation
 

resulted
 

in
 

the
 

increase
 

of
 

the
 

legislative
 

and
 

applicative
 

values
 

of
 

the
 

currency
 

crimes
 

on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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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ring
 

to
 

e-CNY 
 

we
 

could
 

adopt
 

a
 

reform
 

scheme
 

about
 

the
 

currency
 

crimes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legislative
 

amendment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theory
 

innovation.
 

It
 

concrete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ways 
 

canceling
 

the
 

application
 

of
 

altering
 

currency
 

crime
 

and
 

coping
 

with
 

the
 

conduct
 

of
 

altering
 

e-CNY
 

in
 

terms
 

of
 

counterfeiting
 

currency
 

crime 
 

revising
 

related
 

low - rank
 

normative
 

documents
 

about
 

counterfeiting
 

currency
 

crime
 

and
 

newly
 

interpreting
 

related
 

constitutive
 

elements.
 

When
 

this
 

crime
 

is
 

applied 
 

we
 

should
 

note
 

that
 

counterfeiting
 

currency
 

crime
 

is
 

a
 

conduct
 

crime 
 

whose
 

accomplished
 

situation
 

does
 

not
 

require
 

a
 

result
 

such
 

as
 

entry
 

into
 

circulation
 

or
 

completion
 

of
 

payment 
 

and
 

this
 

applies
 

to
 

e-CNY.
 

In
 

the
 

case
 

of
 

e-
CNY 

 

the
 

purpose
 

of
 

circulation
 

should
 

be
 

retained
 

rather
 

than
 

removed
 

from
 

the
 

subjectiv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crime.
 

Severer
 

penalties
 

should
 

be
 

imposed
 

on
 

professional
 

offender
 

of
 

counterfeiting
 

e-CNY 
 

the
 

application
 

of
 

holding
 

fake
 

currency
 

crime
 

and
 

transporting
 

fake
 

currency
 

crime
 

should
 

be
 

canceled 
 

and
 

the
 

conducts
 

of
 

holding
 

and
 

transporting
 

fake
 

e - CNY
 

should
 

be
 

decriminalized 
 

buying
 

fake
 

currency
 

crime 
 

selling
 

fake
 

currency
 

crime
 

and
 

using
 

fake
 

currency
 

crime
 

could
 

be
 

applied
 

to
 

e-CNY.
 

However 
 

we
 

should
 

note
 

that
 

the
 

subjectiv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purchasing
 

counterfeit
 

currency
 

crime
 

requires
 

the
 

purpose
 

of
 

circulation 
 

whereas
 

the
 

subjectiv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selling
 

counterfeit
 

currency
 

crime
 

does
 

not
 

require
 

such
 

a
 

purpose.
 

In
 

the
 

case
 

of
 

using
 

counterfeit
 

currency
 

crime 
 

the
 

judgement
 

of
 

whether
 

a
 

certain
 

conduct
 

is
 

using
 

must
 

be
 

based
 

closely
 

on
 

􀆵 entering
 

into
 

circulation .
 

All
 

conduct
 

forms
 

leading
 

to
 

the
 

entry
 

into
 

circulation
 

of
 

counterfeit
 

currency 
 

including
 

payment
 

of
 

consideration 
 

repayment
 

of
 

debts 
 

provision
 

to
 

others
 

as
 

a
 

deposit 
 

verification
 

of
 

registered
 

capital 
 

exchange 
 

gift 
 

deposit
 

in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exchange
 

for
 

real
 

currency 
 

etc.  
 

are
 

considered
 

to
 

be
 

using 
 

but
 

mere
 

presentation
 

and
 

entrustment
 

for
 

safekeeping
 

are
 

not
 

considered
 

to
 

be
 

using.
 

While
 

judging
 

whether
 

fake
 

e-CNY
 

is
 

in
 

circulation 
 

the
 

term
 

􀆵possessio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angible
 

objects
 

should
 

not
 

be
 

used 
 

but
 

the
 

term
 

􀆵domination 
 

which
 

has
 

a
 

stronger
 

abstract
 

meaning
 

should
 

be
 

used.
 

Specifically 
 

when
 

another
 

person
 

obtains
 

dominion
 

over
 

counterfeit
 

currency
 

from
 

a
 

conductor
 

by
 

means
 

of
 

electronic
 

payment
 

or
 

decrypts
 

the
 

encrypted
 

data
 

of
 

counterfeit
 

currency
 

and
 

is
 

able
 

to
 

dominate
 

it
 

at
 

will 
 

the
 

counterfeit
 

currency
 

enters
 

into
 

circulation.
 

When
 

the
 

conduct
 

of
 

using
 

fake
 

e-CNY
 

of
 

a
 

conductor
 

ostensibly
 

constitutes
 

both
 

using
 

fake
 

currency
 

crime
 

and
 

the
 

fraud
 

cr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rimes
 

is
 

not
 

coincidence
 

of
 

articles
 

but
 

imaginative
 

concurre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imaginative
 

concurrence
 

should
 

be
 

sentenced
 

on
 

the
 

basis
 

of
 

the
 

most
 

serious
 

crime 
 

the
 

conduct􀆶 s
 

conduct
 

should
 

be
 

deemed
 

to
 

be
 

using
 

counterfeit
 

currency
 

crime
 

which
 

has
 

a
 

severer
 

statutory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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